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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林等：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推动了我国技术扩散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分析

李 林，彭方雪，何建洪，朱 浩
（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间技术创新合作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运用 2008—
2019年我国与全球 135个经济体间贸易数据，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视角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前后对东道国的技术扩散

效应，并讨论技术邻近性、制度距离等约束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进而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

路”倡议有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并能通过增加与东道国的技术邻近性强化技术扩散性；但制度距离对该倡议下

的技术扩散有限制性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空间，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成

果转移、知识扩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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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扩散是国家创新能力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一国企业通过跨国经济活动拓展新技术与新产品市

场空间、持续重构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Wu et al，2019）。近年来，我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技术创新合作

日趋活跃，如构建“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网络，与部分沿线国家间搭建科研合作、技术转移与资源共享平

台，建立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等，正成为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突破方向。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经济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是我国与沿线

国家的合作主基调（Schulhof et al，2022），新发展格局下，能否有效实现“硬联通”向推动科技合作的“创新联

通”平滑过渡，能否通过该倡议拓展我国国际创新合作与技术扩散空间、构建主动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治理与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通道，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探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在经典的国际间技术贸易理论中，国际间技术扩散总是以投资或贸易的形式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扩散（Keller，2004），发达国家通常作为技术先发国家会更早规划布局国际化创新战略，并推动非核心、成熟

期技术向其他国家扩散来重构自身竞争优势（Vernon，1992），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和创

新研发的投入力度难以支撑本国技术需求，并大量采用国外的技术创新（Milner et al，2021），因此新兴经济

体具备技术扩散能力的国家很少。而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创新主体并且产生了

一条新的创新转移路径（Crupi，2021），早期的韩国及近期的中国、印度等广泛参与正在重塑全球技术创新网

络并将其他发展中国家嵌入其中（Nepelski and Prato，2015），对非洲的技术援助表现出中国企业向非洲转移

知识和技术的潜力（Benabdallah，2019）。特别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中国创新向西流动（Brem
and Nylund，2021），其在流动规模与产业结构等层面的规律、特征及根本原因持续激发着研究者探索甚至争

论。例如，有研究从国家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说明了该倡议对中国向沿线国家技术转移的积极影响（陈

衍泰等，2021b），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发现我国在沿线技术合作网络中核心地位的逐步显现（陈欣，2020），

但通过知识产权贸易构建技术贸易网络的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段德忠等，

2019）；还有在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的公司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取得一定技术成功

的同行公司学习来提高技术能力（Miao et al，2021），但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该倡议实施的技术转移、研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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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很少（Li et al，2021b）。

综合而言，这些研究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扩散效果和扩散渠道上均未有一致结论，可能的

原因是我国技术资源有限和扩散渠道建立不完全导致技术扩散只存在于部分技术领域或在特定渠道内的转

移尚未完全显现。尤其是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创新转型、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诉

求升级、东道国技术需求及其基础条件的变迁都可能会使技术扩散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发生演变，沿线国

家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发展和科技合作意愿等的不均衡性也可能引致技术扩散的要素前提、效应强度发生变

化。基于此，本文拟聚焦于技术依赖度更高、技术贸易属性更显著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视角，探索“一带一

路”倡议对我国技术扩散的政策效应，并讨论技术邻近性、制度距离等情境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探

讨如何丰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治理的手段，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拓展国际间技

术合作空间等问题提供有益建议。

二、研究假设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主要表现为技术合作及技术类投资贸易往来中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Sun and Du，2010）。

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下，新兴市场国家通常难以突破自身资源禀赋限制获得先进技术从而长

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则会更加关注新兴经济体所

面临的困境，该倡议会推动中国向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首先，公共政策对国家间的技术扩散动机、路径、方

向、速度等都会产生较多影响（Kulmer et al，2022），“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级层面战略对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往来活动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在倡议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直接投资都大幅增加，对于沿线

国家来说，利用合作平台、外资、双边贸易中的技术溢出会对一个国家的内生性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利于

东道国对新技术的积累与学习（Liang，2017）。其次，大多数沿线国家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

国的产业发展进程和技术水平在沿线国家中具有比较优势，部分沿线新兴市场国家可借鉴中国的发展模

式。同时，技术后发国家普遍面临技术封锁的问题，在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下尤为明显，而中国通过共

建产业园区等方式打造创新生态系统（陈衍泰等，2021a），主动为沿线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创新成果转

化，进而推动产业价值链重构、打造高端引领的产业创新集群（王黎萤等，2022）。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和应

用，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水平提升使得沿线国家能从中获得广泛的技术溢出。最后，“一带一路”

倡议在部分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环境（Liu，2020），企业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经济行为的期望和决

策也必然会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下自贸区的设立和金融约束的减小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

家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政策保障（Albino‑Pimentel et al，2018），响应国家政策方针而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可以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降低了企业经营和进入沿线国家市场的风险，进而提高企业

向沿线国家技术扩散的积极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H1）。

（二）“一带一路”倡议、技术邻近性与技术扩散
技术邻近是技术距离的另一种表达，表示的是两地之间技术的相似程度（Jaffe，1986），被视为技术扩散

和转移的重要动因。技术邻近性使双方更关注于价值交换和学习，并且在创新合作中，技术邻近与吸收能力

通常联系在一起（Knoben et al，2006）。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技术邻近性、技术扩散间

存在一定关系，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邻近和技术扩散，技术邻近同样可

以增强技术扩散效应，技术邻近对技术扩散过程中响应倡议至关重要。

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在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家创新政策发挥着

重要作用（Fabrizio et al，2017）。“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建设为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新平台、新空

间，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发展和技术贸易等活动（谢刚等，2022）。“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科

技合作，降低技术壁垒，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邻近性。一方面，沿线国家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大、个体技

术水平较弱且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这给国际间科技合作带来一定困难。但中国始终顺

应国际科技合作的大趋势，在倡议背景下也坚持更加开放包容、互惠互享的国家科技合作战略。作为倡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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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国和沿线国家中的技术领跑者，中国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的技术需求，削弱国家间技术壁垒，为研发活动的

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和

重要驱动力。随着创新之路共同建设的稳步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产业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等行动逐步开展。科技人文交流促进了沿线国家技术信息沟通，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取长补短，论文

合著、专利合作等方式促进技术传播、扩大知识存量；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关键领域和技术，针对不同国家的

技术发展情况提供精准的科技合作模式，进而提升沿线国家的创新水平；共建产业园区和技术转移对于产业

结构不合理的国家来说是产业结构调整、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Mao et al，2021），并且能有效促进企业向

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型（Vásquez‑Urriago et al，2016）。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配套政

策下，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研发创新和专利合作上都出现明显上升，相较于非沿线国家，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技

术合作在倡议之后逐渐密切，目前已初步形成创新网络，中国在专利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已经初步确立，

并且国际科技合作能让技术后发国家少走弯路，降低创新成本，有助于解决“技术瓶颈”和“技术短板”问题，

改进现有生产技术，缩小与先进技术的差距。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技术邻近性（H2）。

邻近性通常被视为知识共享、知识转让和技术获取的重要先决条件（Gertler，1995）。技术差距理论将技

术差距作为影响国家间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Posner，1961），国家间技术邻近性越小表明可合作的范围越

广，沿线技术后发国家因国内技术需求增加和自身技术能力限制可向技术先发国家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技

术邻近性小使得东道国能通过进口先进设备、中间投入品、半成品等提高国家的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降低

相关产品的研发费用，以此弥补技术不足。但技术邻近性太小有时并不利于技术扩散（Razzaq et al，2021）。

一方面，对于母国来说，向技术差距过大的国家转移先进技术所需承担的转移成本较高，导致技术扩散缓慢；

另一方面，对于东道国来说，技术能力会限制技术选择（Jin，2019），国内经济水平和配套设施不完善也可能

导致无法使用过于先进的新技术、新产品，需要东道国先有一定技术基础 ，并且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对新技

术的大规模采用前通常需要基础认知和了解（Rogers et al，2014），主体之间进行高水平技术交流需要技术基

础的相似性，技术基础相似性越大，双方越容易理解、学习对方的技术，越利于技术扩散。反之，技术邻近性

越低，技术的理解和采纳越困难，越不利于技术扩散。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并且也是前沿技术的追

赶国家而言（何建洪等，2022），可能会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大多也是针对技术后发国家。受自身经济实力和

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自身也面临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中国的技术扩散可能还较难

辐射到没有创新条件和能力的技术极不发达国家，更多情况下是与已有一定创新基础和技术成果的技术邻

近国家间互惠互利的技术扩散。此外，中国近年来在国家创新战略的正确引导下，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专利

申请量逐年攀升，技术接受国与中国间的技术差距逐渐扩大也使得技术扩散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从而对技术

扩散效应产生负面影响。技术邻近性高更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的技术扩散。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技术邻近性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H3）。

（三）“一带一路”倡议、制度距离与技术扩散
不同的制度框架提供不同的激励效应和市场交易成本，进而导致具有差异性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制度距离（Salomon and Wu，2012），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可能会涉及

广泛的适应，影响跨国企业行为，阻碍全球技术扩散（Corredoira and Mcdermott，2014），这和国内技术扩散有

着本质不同。出于节约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动机，母国企业技术扩散倾向于选择具有类似经济、法律制度等制

度环境的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向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效应有削弱作用。首先，一国

的行政体系、政策、法律可以看作是特殊的资源禀赋，各国禀赋趋于一致加速了技术扩散（Xie and Li，2018）。

企业倾向于与所处制度环境相近的地区开展国际业务，一方面是因为较小的制度距离降低了母国信息搜寻、

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合约洽谈和履约的成本，从而增加技术扩散的收益；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大幅调整

内部体制结构而去适应其他国家市场和交易规则，降低了企业获取内外部合法性的难度，减少国际技术扩散

的风险。其次，制度障碍被认为是阻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Skiti，2020）。技术扩散过程中存在制度的碰

撞，当一国市场没有使用新技术的法律法规或经济金融制度或制度水平远高于母国时，也为母国前期的技术

15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6 期

转移准备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接收带来极大阻碍（Prud’homme et al，2018）。最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

国际活动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存在两头适应的问题（Liu，2020）。发达国家通常制度环境较好，中国

企业会面临更多的合规性风险和适应性成本的上升；而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能力欠缺、国际经验有限，所处的

弱制度环境也会阻碍贸易和投资（Li et al，2021a），这是一个除技术本身以外的巨大挑战。此外，制度发展水

平相似可能会使两国知识更易结合，从而有益技术扩散

和传播，因此技术扩散可能会更倾向于与母国间制度距

离小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距离仍是技术扩

散的一大阻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负向调节“一带一路”倡

议对沿线国家技术扩散的影响（H4）。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向沿线国家技术扩散效应

的逻辑路径图如图 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促进中国的技术扩散还不明确，本文首先识别“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技

术向沿线国家扩散的政策效应。双重差分法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政策实施前后有无双重差异识别政策

效应，故此选用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来估计政策效应。双重差分模型需要界定政策前和政策后、

处理组和控制组，将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倡议刚提出时主要是国家级

顶层的外交理念，而在 2014年 3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和落实，因

此将 2014年作为政策冲击时间。政策实施前（2008—2013年）取值为 0，政策实施后（2014—2019年）取值为

1，处理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取值为 1，控制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取值为 0，倍差项（DID）为处

理变量（Treat）与时间变量（Time）的乘积。基于国家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及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

性，共选取了全球 1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其中 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处理组，79个非“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作为控制组。根据 DID模型的相关原理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如（1）所示。
lnTDi，t = α 0 + α 1DIDi，t + βXi，t + λt + μi，t + εi，t （1）

其中：下标 i为 i国家；t为 t年；被解释变量 TDi，t为中国在第 t年向 i国家的技术扩散；DIDi，t = Treati，t × Timei，t
为国家双重差分的交互项，其中 Treati，t处理组虚拟变量；Timei，t为时间分组变量；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t为个

体固定效应，而 Treati，t与个体固定效应 λt，Timei，t与时间固定效应 μi，t因共线性问题不能同时纳入模型，因此

在模型中省略 Treati，t和Timei，t；Xi，t为控制变量的组合；εi，t为随机扰动项；α 0为常数项；α 1为倍差项的影响系

数；β为控制变量组合的影响系数。

进一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向沿线国家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假说，即技术邻近性的增加可能

是促进中国向沿线国家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采用三步法验证技术邻近性效应的存

在性。具体检验步骤如下，首先若式（1）中的系数 α 1显著为正，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向沿线国

家技术扩散；然后将倍差项与技术邻近性指标进行回归，验证“一带一路”对技术邻近性的影响，模型如式（2）
所示，若系数 α 2为正，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技术邻近性；最后将技术邻近性与倍

差项同时纳入模型，对技术扩散进行回归，模型如式（3）所示，若倍差项系数 α 3显著且小于 α 1，且 δ1显著，则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技术邻近性促进了中国向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从中介机制得到验证。
lnTPi，t = α 0 + α 2DIDi，t + βXi，t + λt + μi，t + εi，t （2）

lnTDi，t = α 0 + α 3DIDi，t + δ1 lnTPi，t + βXi，t + λt + μi，t + εi，t （3）
其中：TPi，t为技术接受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邻近性；δ为技术邻近性的影响系数。

再检验制度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技术扩散影响的调节效应，将制度距离、倍差项、制度距离与倍差

项的交乘项、制度距离与时间的交乘项、制度距离与政策的交乘项同时纳入模型，对技术扩散进行回归，模型

如（4）所示，若系数 γ2显著为负，则表明制度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技术扩散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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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向沿线国家技术

扩散效应的逻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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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Di，t = α 0 + α 4DIDi，t + γ1 lnZGi，t + γ2 lnZGi，t × DIDi，t + γ3 lnZGi，t × Timei，t +
γ4 lnZGi，t × treati，t + βXi，t + λt + μi，t + εi，t （4）

其中：ZGi，t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γ为制度距离及制度距离交互项的影响系数。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技术扩散（TD），技术扩散的形式多样，流程涉及时间长、复杂性高，技术是否扩散、如何扩

散及扩散效果如何都较难量化。目前的研究认为跨国技术扩散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

及技术许可，国际贸易是技术在工业化国家间扩散的强有力渠道，母国通过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实现其高新

技术产品、新技术、人才及知识要素的流动从而产生技术扩散（Garsous and Worack，2022）。已有研究对技术

扩散的视角通常是由外到内，用双边进口贸易占本国进口贸易的比重作为加权权重度量来自国外的技术研

发资本（Coe and Helpman，1995）或将资本品贸易所占比重作为加权权重来衡量（Xu and Wang，2000），而本文

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技术扩散。高新技术产业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度

高、发展迅速、市场规模稳定、对相关产业的传播效应大等特点（Mazzi and Foster‑Mcgregor，2021）。其所产出

的高新技术产品是由技术起核心支撑作用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更有可能产生技术扩散，因此将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的出口比重作为我国向东道国技术扩散的衡量指标。其中，我国向沿线国家总出口与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关系如图 2所示。

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总额总体呈上升态势，2014年以后有小幅度下降但又迅速回升，而对沿线国家的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后面几年趋于平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在 2009年到 2014年间有波

动的下降，而在 2014年以后持续上升，并且稳定在 29%左右，由此可初步观察到在“一带一路”倡议后高新技术

产品的出口比有一定上升。

按照中国海关对高新技术产品

的分类共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

品、电子技术产品、光电技术产品、

生命科学技术产品、生物技术产品、

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航空航

天技术产品、材料技术产品、其他技

术产品九大类，我国具体类别出口

分布如图 3所示。

由于技术创新活跃的产业结构

不平衡、各领域专利申请量差异大，

在 2008—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最多，平

均占比为 69.52%；电子技术产品的

平均比率为 17.55%，并且有持续上

升 趋 势 ；光 电 技 术 产 品 占 比 在

5.33%；其余 6类高新技术产品所占

比率较少，但有缓慢增加的趋势。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

产品、光电技术产品占高新技术产

品比例一直在 90%以上，我国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因此本文考虑到新

兴经济体会将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集中于优势领域，技术扩散存在的

可能性也相对更高，在对比各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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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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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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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后，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要研究产业。基于技术专利申请授权数量、高技术产业的划分细则

及海关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编码分类，本文将中国对东道国出口电子技术产品、光电技术产品、计算机与

通信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作如式（5）所示计算。

TDi，t = ETEXi，t + PTEXi，t + CCTEXi，t

EXi，t
（5）

其中：ETEXi，t、PTEXi，t、CCTTEXi，t分别为中国在 t年向 i国家出口的高新电子技术产品、光电技术产品、计算机

与通信技术产品金额；EXi，t为中国在 t年向 i国家的总出口金额。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倡议（DID），其反映的是东道国是否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刚提出时主要是国家级顶层的外交理念，在 2014年 3月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因此将 2014年作

为政策冲击时间。政策实施前（2008—2013年）取值为 0，政策实施后（2014—2019年）取值为 1。对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确认则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 65个沿线国家，处理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取值为 1，控
制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取值为 0，倍差项（DID）为处理变量（Treat）与时间变量（Time）的乘积。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技术接受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邻近性（TP）。技术邻近性反应了技术扩散的母国和

东道国之间的技术构成相似程度和接近程度。技术最直观的反映就是专利，本文参考 Jafffe（1986）、王宛秋

和马红君（2020）的研究，用专利结构相似程度来衡量技术的邻近性，并先按国际专利分类（IPC）标准对专利

进行分类，再计算两个主体间 IPC部或类等结构的相似系数。本文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于技术

部门的分类将各国授权专利与产业部门对应，并选择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应的技术部门计算母国与

东道国之间的技术部门结构相似性，以此来表示国家间产业技术邻近性，计算公式如式（6）所示。

TPi，j =
∑
k = 1

n

Xi，k X j，k

∑
k = 1

n

X 2
i，k∑

k = 1

n

X 2
j，k

（6）

其中：Xi，k为中国在 k技术部门中专利数占总专利的比重；Xj，k为 j国在 k技术部门中专利数占总专利数比重；

TPi，j为国家间产业部门的技术邻近性，该值越大表明技术结构越相似、技术邻近性越高。

4.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制度距离（ZG）。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在技术的扩散过程中，非正式

制度的阻碍较少。虽然各国之间的社会文化相似性可能有助于理解新知识，但与获得复杂性技术所包含的

成本相比，因文化差异导致翻译或处理技术所涉及的成本往往是很小的（Moalla and Mayrhofer，2020）。因此

本文主要关注正式约束中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制度距离的衡量主要由与制度有关指标的加权计算得

出，其中政治制度有话语和问责权、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情况、腐败控制，经济制度有企业运

营自由化、财政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产权保护程度，借鉴已有的计算体系（许家云

等，2017），计算包含 12个指标在内的制度距离，计算公式如式（7）。

ZGht = 1N∑g = 1
N ( Ight - Igct ) 2

Vg
（7）

其中：Ight为t期h国在第 g项制度指标的得分；Igct为t期中国在第 g项制度指标的得分；Vg为第 g项指标的方差，

N为指标个数；下标 c为中国。

5.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模型及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选取下列控制变量：

（1）东道国市场规模（GDP），东道国市场规模决定了其对技术的需求及市场的活跃能力，东道国的市场

技术需求是其开展国际间技术交流的内在动因，增进吸收国外技术的意愿，同时市场的活跃能力对于跨国公

司的国际创新战略布局和跨境技术交易有着重要引导作用（任琳和黄宇韬，2020），因而对技术扩散的有着重

要影响。本文选用东道国每年的 GDP总量来衡量其市场规模。

（2）通货膨胀率（Fla），实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对价格水平的波动有较大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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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间要有所侧重，因此一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可能会通过政策调控放缓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Perla et al，
2021），技术扩散也会以投资和市场等方式进入，因此通货膨胀必然会对技术扩散产生影响。

（3）技术扩散通道（TC），技术扩散需要母国和东道国同时具备一些条件，技术扩散通道使得母国与东道

国能够产生联系（司月芳等，2019），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更多、更快捷，技术扩散所需条件也更充分。基

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是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变化在影响企业空间分布的同时也

可以缩短企业间的相对时空距离进而降低不同国家、地区人员的信息传播成本、货物运输成本、技术扩散成

本。基于此，本文考虑到高新技术更有可能通过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扩散，因此用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来衡

量技术扩散通道的畅通程度和便捷程度。

（4）技术扩散效率（TE），本文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衡量技术扩散，而出口过程中的成本、效率会直

接影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技术扩散。考虑到物流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胡颖和李维，2023），因此

本文用物流绩效来衡量技术扩散效率。

（5）东道国开放程度（OD），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整合、吸收来源于国外的先进思想

和技术，同时，“开放创新”的兴起让跨国公司逐步认识到技术革新给自身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主动寻求与

技术先发国家的技术合作，因此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技术扩散。本文用东道国进出口商品占 GDP的百分

比来衡量其开放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 2008—2019年我国对外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出口所选择的产业领域

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最高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确保中国有向其产生技术扩散的可能，样本

中不包括每百万人口平均申请专利数大于中国的国家。在删除未加入世贸组织及数据有缺失的国家后共有

135个国家，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8个（以传统认为的 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基础，巴勒斯坦、塞

尔维亚、黑山、不丹、叙利亚因数据缺失被删除，以色列、新加坡因技术发展水平较高而不计入样本），非沿线

国家 77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产生的技术溢出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更广泛，数据的获取也更精准，通过

中国海关公布的 8位 HS编码对高新技术商品分类可在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查询到对应产品的出口信息。

衡量制度距离的数据来源于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和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网站，专利数据来源于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其他东道国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软件 Stata16.0在变量求对数后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结果整理后见表 1，样本中各变量的离散程度都较

好，除虚拟变量外，其余变量的均值都大于标准差。其

中 Treat的均值为 0.4222，这表明样本中有 42.22%的样

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均值和标准差，各变量

的标准差均较小，分布较为平稳，并且观察最大值最小

值没有极端值；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
变量数据之间没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TD
Time
treat
lnTP
lnZG
lnOD
lnTC
lnTE
lnFla
lnGDP

观测值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均值

2.2851
0.5

0.4222
0.4719
0.7040
0.7359
4.4535
1.3079
3.5785
24.3329

标准差

0.7421
0.5002
0.4941
0.1657
0.2958
0.4149
0.5758
0.1092
0.2527
1.8049

最小值

0.0729
0
0

0.0864
0.1159
0.0094
0.5515
0.9593
-0.2227
19.0509

最大值

4.2621
1
1

0.6897
1.8439
3.1136
5.3643
1.6035
4.7498
28.6857

VIF

1.12
1.26
1.67
1.39
1.32
1.51
2.21
1.05
2.13

表 2 样本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lnTD
lnTP
lnZG
DID

lnOD
lnTC
lnTE
lnFla
lnGDP

lnTD
1.000
0.449***
0.152***
0.177***
0.376***
0.118***
0.390***
-0.022*
0.409***

lnTP

1.000
0.279***
0.292***
0.230***
0.336***
0.470***
-0.069***
0.534***

lnZG

1.000
0.0191
-0.099***
0.230***
0.425***
-0.120***
0.125***

DID

1.000
0.178***
0.286***
0.181***
-0.134***
0.197***

lnOD

1.000
0.038
0.203***
0.054**
0.405***

lnTC

1.000
0.465***
-0.166***
0.375***

lnTE

1.000
-0.117***
0.591***

lnFla

1.000
-0.001

lnGDP

1.000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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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技术扩散与技术邻近性、市场规模的相关性较高，但变量的

相关性系数仍小于临界值 0.7，其余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 0.4，没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与前期猜想

基本一致，但还需要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具体关系。

（二）回归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 3给出了样本的回归结果，表 3的（1）列为

在式（1）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只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技术扩散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国技术扩散间显著正相关，（2）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对式（1）进行检验，倍差项 DID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

著，即“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技术后发国家的技术扩散，假设 1得到支持。同时，

本文根据式（1）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技术扩散之间的动态效应和变化趋势进行了估计，结果如（3）列所

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第一年（2014年）技术扩散的

效应为 0.0149且并不显著，在倡议实施的第二年（2015
年）和第三年（2016年）技术扩散的效应分别为 0.1499、
0.1484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较 2014年明显上升，在倡

议实施的第四年（2017年）、第五年（2018年）和第六年

（2019年）技术扩散的效应为 0.1827、0.1607、0.1861且均

在 1%水平上显著，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一带一

路”倡议才刚开始实施，这可能导致当年的实施效果不

明显，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效应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时间，

并且合作平台和沿线国家的配套政策也在逐步建立和

制定，随着政策效应的放大，倡议对中国向沿线技术后

发国家技术扩散的效应也越来越大。其中 2018年有小

幅度下降可能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以国际贸易方

式进行的技术扩散渠道、市场受到一定阻碍，但在 2019
年又迅速回升。

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邻近性分步回归检验中介

机制，式（2）用技术邻近性作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

果见表 4，“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技

术邻近性有正向影响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一带

一路”倡议能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技术邻近性。

假设 2得到验证。式（3）将“一带一路”和技术邻近性

同时带入回归，结果显示技术邻近性与技术扩散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技术邻近性

会促进中国向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假设 3得到验证。

其中倍差项（DID）的系数相较于式（1）的系数减小且

显著，所以技术邻近性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技术扩散

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一带一路”倡议能通

过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技术邻近性

来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扩散，中介

机制得到验证。式（4）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了制度

距离和倍差项（DID）的交互项、制度距离与时间效应

的交互项、制度距离与个体效应的交互项，检验了制

度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与技术扩散关系的调节效

应，结果显示，制度距离与 DID的交互项系数 γ2 显著

为负，制度距离削弱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向沿线

国家技术扩散的正向影响，假设 4得到验证。

表 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技术扩散：DID估计结果

变量

DID

Treat × Time2014
Treat × Time2015
Treat × Time2016
Treat × Time2017
Treat × Time2018
Treat × Time2019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R2

F

平均效应
lnTD

（1）
0.1614***
（4.95）

2.3940***
（85.68）
No
Yes
Yes
0.0876
47.84***

（2）
0.1525***
（6.07）

2.3337**
（2.29）
Yes
Yes
Yes
0.4745
65.67***

动态效应

（3）

0.0149
（0.32）
0.1499**
（2.46）
0.1484**
（2.45）
0.1827***
（3.01）
0.1607***
（2.65）
0.1861***
（3.07）
2.2141**
（2.17）
Yes
Yes
Yes
0.4791
66.04***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 4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

变量

DID

lnTP

lnZG

lnZG × DID

lnZG × Time

lnZG × Treat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R2

F

lnTP
（1）

0.0424***
（5.28）

0.7687**
（2.36）
Yes
Yes
Yes
0.0652
22.70***

lnTD
（2）

0.1395***
（5.52）
0.3064***
（3.77）

2.0982**
（2.06）
Yes
Yes
Yes
0.4795
61.31***

lnTD
（3）

0. 2782***
（4.10）

-0.1682*
（-1.75）
-0.1823**
（-2.08）
0.2708***
（4.60）
-0.1974
（-1.43）
2.008**
（1.97）
Yes
Yes
Yes
0.4882
63.96***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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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检验的前提是样本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一带一路”倡议前，我国

对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要有同样的技术扩散趋势，否则可能会导致政策效应检验失效。在双重差分的基

础回归模型中加入各年份的年份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政策颁布前

不显著而政策颁布后显著，则认为两组样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沿线国家和非沿

线国家有同样的发展趋势。本文将 2014年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期，2009—2013年为

倡议提出前，2015—2019年为倡议提出后，平

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4所示，结果发现前面几

年都基本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技术扩散趋势在实验组和对照组

间 无 显 著 差 异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可 以 使 用 。

2014年为倡议实施基期，政策效应可能还不

明显，与政策实施前相比，实验组在政策实施

后技术扩散效应有显著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偏误影响，本文用

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

Probit模型计算样本点倾向得分，此时被解释

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为所有的控

制变量。在进行具体匹配时，对实验组和对

照组进行卡尺匹配距离 0.01内的半径匹配。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见表 5，U和 M分别为变量

未匹配成功和匹配成功，在经过匹配的 1620
个样本中，共有 1584个样本匹配成功，36个样

本未匹配成功，未匹配成功的样本中对照组

29个、实验组 7个，匹配前后样本损失量小，剩

下的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匹配结果见表 5，
样本的标准化偏差（%bias）在匹配后明显缩小

且绝对值均小于 10%，可接受程度较高，再对

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进一步验证。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 1584个样本再带

入模型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见

表 6，（1）列中倍差项 DID系数为正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一带一路”政策效应对中国向

技术后发国家的技术扩散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2）列、（3）列中的倍差项与 lnTG的系数都

显著，技术接受国与中国间技术邻近性的部

分 中 介 效 应 稳 健 存 在 ，（4）列 中 制 度 距 离

lnZG与DID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制度距离

削弱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向沿线国家技

术扩散的正向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后小样本

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说明本文得到的结论

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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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行趋势检验

表 5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变量

lnOD

lnTC

lnTE

lnFla

lnGDP

匹配

未匹配

U
M
U
M
U
M
U
M
U
M

均值

Treated
0.8100
0.8051
4.6439
4.6440
1.3421
1.3403
3.5630
3.5645
24.959
24.945

Control
0.6818
0.7867
4.3143
4.6420
1.2830
1.3378
3.5899
3.5581
23.875
25.000

%bias
30.7
4.4
60.7
0.4
56.2
2.3
-10.3
2.5
63.7
-3.3

t

6.22
0.83
11.86
0.09
11.15
0.42
-2.11
0.46
12.50
-0.62

p > t
0.000
0.408
0.000
0.928
0.000
0.673
0.035
0.642
0.000
0.533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DID

lnTP

lnZG

lnZG × DID

lnZG × Time

lnZG × Treat

Constant

Control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R2

F

lnTD
（1）

0.1479***
（5.91）

2.7071***
（2.65）
Yes
Yes
Yes
0.4564
65.34***

lnTP
（2）

0.0406***
（4.96）

0.7411**
（2.22）
Yes
Yes
Yes
0.0605
21.60***

lnTD
（3）

0.1355***
（5.39）
0.3059***
（3.08）

2.4803**
（2.44）
Yes
Yes
Yes
0.4619
61.38***

lnTD
（4）

0.2779***
（4.14）

-0.2367**
（-2.36）
-0. 1927**
（-2.23）
0.2718***
（4.67）
-0.1370
（-0.97）
2.4779**
（2.44）
Yes
Yes
Yes
0.4724
63.6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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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视角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探讨了“一带一路”倡

议对我国技术扩散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推动我国的技术扩散，我国对沿线

国家的技术扩散相比于非沿线国家更强，这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研究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我国对

沿线新兴市场技术转移的论述（陈衍泰等，2021b）；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扩散效应增强与高新技术

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这与已有研究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创新升级

的观点在基本逻辑上相契合（李延喜等，2020；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第三，本文的结论与已有研究还同时

印证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中间投入贸易的扩大进而带来广泛的技术扩散，“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沿线国

家价值链分工的判断（戴翔和宋婕，2021）。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

由传统的技术扩散动因视角出发，推断出技术邻近性的中介作用及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并在数据分析中得

到了验证，形成了新的结论。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在沿线国家的专利布局和专利合作，增加中

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邻近性，从而促进技术扩散，这与科技创新合作驱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相吻合，有

助于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技术创新合作中形成认知协同与行动协调；第二，本文的验证分析中发现技术邻

近性的部分中介效应所占比例较小，这表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持续推进产业布

局和技术合作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技术协同度会更高，技术邻近性的中介效应也会更加明显；第三，在我国

高新产业的特定视角下，制度距离仍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向沿线国家技术扩散的阻碍，并可能导致制度

创新和制度变迁缺乏动力，技术革新成果难以落实，导致技术发展不平衡、技术扩散进一步受阻等问题，因而

当前迫切需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建设，缓解制度距离带来的负向影响，进而产生更多的技术扩散

效应。

（二）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坚持“走出去”战略，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机制。除了继续加强中国与沿

线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形成更高的技术扩散渠道协同度外，还应关注沿线国家具体国情。沿线国家技术水平

差异大，资源禀赋也不尽相同，尽量减小技术供需上的不匹配问题，并且“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松

散性，后续政策和细则可能存在难以跟进和完善的问题，所以应尝试建立长期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优化国

际技术扩散体系，应对长期性的问题和挑战。

第二，持续推进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互联互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首，沿线

国家主动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签订多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为政府间经济战略、宏观政策等对接形成良好

机制。但是各国间的制度距离仍是互联互通的一大阻碍，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推进完善技术转

移、市场交易制度，缩小国家间的各项制度距离，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创新。同时政府部门应及时更新沿线各

国制度环境变化情况，减少国家间在技术交流中的摩擦，准确评估各类制度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好风险

控制和风险担保，为国际投资和贸易提供正确引导，通过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税收补贴等方式为企业

降低风险。

（三）不足与展望
与传统理论中对技术扩散存在性及方向性等问题的讨论一样，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技术扩散的可能通道

及约束因素也是多元、动态的，本文面向我国高科技产业技术扩散，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以讨论其政策效应，

选择技术邻近性、制度距离以讨论内生或外生的要素约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些研究结论在其

他产业领域、其他贸易情境下是否仍然成立，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未来研究中可以拓展的方向；同

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扩散，与发展中国家向其他经济体的技术扩散在动机、规模、政策需求等

中都可能存在本质差异，本文主要讨论了我国向其他经济体技术扩散的存在性及特殊政策效应，并未对以上

两种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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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Promotes China’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High‑tech Industry

Li Lin，Peng Fangxue，He Jianhong，Zhu 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 400065，China）

Abstract：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he trade data between China and 135 global
economies from 2008 to 2019，the effect of China’s technology diffusion on the host country before and after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exports was analyzed. In addition，the influence of constraint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was discussed，and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were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is conducive to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can promote technology diffusion by increasing the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to the host country. However，institutional distance
hinders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under the initiativ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expand the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and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nsfer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Keywords：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technology diffusion；technical proximity；institution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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